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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思路

——兼论中国特色货币政策探索历程与东财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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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摘 要：真正具有解释力与指导意义的货币政策理论，不是悬浮于现实之上的抽象模型，而是对特定国家发展道

路、金融结构、制度安排和各类风险挑战的系统回应。只有立足本国实践深化理论阐释，方能在政策层面牢牢掌

握宏观调控的主动权。本文系统梳理了货币政策研究发展简史和 1949年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

着力揭示货币政策理论演进与时代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一方面，从国际视角出发，考察不同历史阶段主流货币

政策理论范式的形成背景和适用边界，分析其与各国经济结构、制度环境、风险冲击之间的互动逻辑。另一方

面，立足中国经济体制变迁与发展阶段转换的宏观背景，梳理中国货币政策研究从学习借鉴起步，逐步转向以本

国现实问题为导向的自主建构阶段，并进一步迈向体系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在此基础上，探讨构建中国货币政策

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思路，并结合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科的长期求索与实践，总结探索中国特色货币政策和构建

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中的东财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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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货币政策理论的演进并不是一条单纯由分析工具升级所驱动的线性演进路径，而是一个不断

被现实问题重塑、被制度约束修正并最终通过历史实践检验其有效性的过程。无论是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框架的确立，还是 20世纪 70年代滞胀冲击下货币主义、理性预期革

命与货币政策规则论的兴起，抑或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稳定重新进入货币政策核心议程，其背后

均不是某种抽象理论逻辑的自我展开，而是既有解释框架在面对新的经济结构、风险形态和治理

任务时不断被挑战、修正、拓展的结果。具备持久生命力的货币政策理论从来不是超脱特定国家

制度条件与发展路径的通用理论范式，而是能够扎根本国国情、有效解释本土经济金融运行规律

的系统性知识体系。只有从本国实际问题中提炼出更有解释力的概念、命题和分析框架，才能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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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掌握货币政策理论的主动权。围绕货币政策理论演进，既有研究多从国际主流理论范式更替或

政策工具演化出发，对不同阶段的理论特征作出系统梳理。然而，这类研究往往以西方经验为参

照，对理论与特定国家发展条件、制度结构及风险约束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整体性解析；对于中

国货币政策研究如何由学习借鉴走向自主重构，并进一步形成体系性表达，也有待置于更长的历

史周期与统一的分析框架下加以梳理。

对于中国而言，这一问题具有更为突出的现实性和紧迫性。作为一个在较短时期内先后经历

计划体制、经济转轨、高速增长并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大国，中国货币政策研究所需应对的不仅是

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单一目标的通货膨胀治理问题，而是与工业化推进、财政金融关系重

构、银行主导型融资结构形成、对外开放进程及系统性风险防控紧密交织的复杂治理问题。如果

在这一过程中长期停留于对西方既有框架的简单跟随、机械修补乃至生硬套用，就不可能完整把

握中国货币金融运行的真实逻辑，也无法形成足以服务中国治理实践和发展战略的理论体系。从

这个角度看，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补充，更是中国货币金

融研究必须完成的理论转向。鉴于此，本文在立足国际视角梳理货币政策理论演进脉络的基础

上，结合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研究由学习借鉴走

向自主重构的历史过程，并进一步分析东北财经大学（下文简称“东财”）在这一过程中的实践

探索与理论思考。本文尝试说明，中国货币政策理论的发展并不是对外来框架的简单接受，而是

立足中国现实问题、本土实践经验与特有制度框架逐步形成本土概念、命题和学术体系的过程。

东财的相关探索则为理解这一过程的内在逻辑及其未来推进方向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视角。

二、货币政策研究简史

从全球范围看，货币政策研究并不是沿着单一线索展开的，而是在重大历史冲击、制度条件

变化与治理目标调整中持续修正、拓展和重构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重建需求、20
世纪 70年代的滞胀冲击、理性预期革命与货币政策规则论的兴起、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稳定问

题的重新凸显，以及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通货膨胀回归的担忧、不确定性上升和政策权衡

复杂化，共同推动了货币政策理论框架的阶段性转换。围绕这一演进历程，学术界与政策界长期

讨论的核心问题主要集中在：货币政策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稳定产出和就业？中央银行应更多

依赖相机抉择还是货币政策规则的约束？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如何协调？在外部冲击加剧、预期

变化和金融脆弱性上升的条件下，既有政策框架应如何作出进一步调整？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时期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框架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 20世纪 60年代中后期，全球货币政策理论的发展深受冷战格局、

福利国家扩张及战后国际经济秩序重建等制度背景的影响。这一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是防止大萧条时期总需求急剧收缩和大规模失业的情况再次发生，充分就业、总需求稳定和国内

经济恢复成为各国政策安排的优先目标。在此背景下，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逐渐居于主导地位。

货币政策虽然已成为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以有效需求、投资波动和产出—就业关

系为核心的分析框架中，货币政策的功能定位更多是通过利率、流动性偏好和投资渠道嵌入需求

管理过程，尚未被普遍视为能够独立承担宏观稳定任务的核心工具［1］。
然而，同期的中国货币政策研究主要围绕计划经济条件下货币流通如何服务和适应国民经济

运行展开［2］。当时银行信贷并未成为市场化调节机制，而是将其置于服务生产、支持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和加强经济监督的制度框架中；信贷监督也被赋予改善企业经营、规范资金使用和协调

银行与企业关系的重要功能［3］。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货币政策研究的重点在于探究如何通过投放、回笼与计划管理使货

币流通同国民经济运行相协调。中国与西方国家虽处于不同制度语境，但均将货币问题置于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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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秩序和稳定内部经济的现实任务中来作出探讨和分析。

（二）滞胀冲击与通货膨胀上行压力下货币主义与预期修正分析的兴起

20世纪 60年代后期，传统凯恩斯主义框架在通货膨胀持续攀升且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通

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稳定权衡关系受到质疑的背景下，逐渐遭遇挑战。随着美国财政扩张、布雷

顿森林体系承压及通货膨胀水平持续抬升，西方货币政策分析的重点开始从静态的总需求管理，

转向预期修正、自然失业率、动态调整机制和长期货币中性理论等现实问题［4-5］。扩张性政策难

以在长期内将失业率维持在自然失业率以下，反而可能通过公众预期调整引发更严重的通货膨

胀，这一判断逐步成为该阶段货币理论演进的重要共识。

这一时期的中国货币政策研究仍主要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之内展开。相关讨论集中于

商品—货币关系、货币流通规律及货币流通边界等主题，关注重点在于揭示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

的数量关系、制度关联和运行秩序，而不是现代中央银行意义上的货币政策规则设计、利率调控

机制和通货膨胀预期管理［2，6］。1979年前后，随着学术期刊陆续恢复出版和经济理论讨论逐渐活

跃，中国货币政策研究开始重新接触西方货币制度和国际货币改革等现实问题，研究视野逐步拓

展到现代货币制度与国际货币体系［7］。
（三）持续高通货膨胀与相机抉择困境下货币政策规则论与理性预期分析的成型

20世纪 70年代末至 80年代，现代货币政策理论进入重要转型阶段。滞胀和持续高通货膨胀

的现实情境使学术界与政策界逐步认识到，单纯依靠传统相机抉择政策难以维持价格稳定，货币

政策分析由此转向规则约束、预期调整和制度安排等现实问题。在这一过程中，理论界更加重视

私人部门预期、政策信誉和规则约束等现实问题。由此，时间不一致、通货膨胀偏差、信誉约束

和可信承诺逐步成为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重要命题［8］。到 20世纪 90年代初，这一分析思路进一

步发展为对系统性政策反应函数的规则化表达，中央银行独立性、规则优于相机抉择和反通货膨

胀信誉等现实问题也随之成为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核心议题［9］。
与同期西方关注点不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货币政策研究的现实关切更多落在综合平衡、信

用约束及财政与信贷协调之上。货币流通稳定、信用扩张控制、财政收支与信贷收支衔接及物价

控制之间的协调关系，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货币政策研究的主线，总量平衡和信用约束则构成了

中国货币政策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10］。与此同时，银行体制改革、中央银行调控条件等制度性

问题也开始被纳入中国货币政策的研究视野，使货币问题的讨论不再局限于传统流通分析，而是

逐渐转向更具有宏观调控含义的制度安排研究［11］。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汇率改革、国际

收支和国际货币体系等外部均衡问题也开始被纳入中国货币理论研究范围，表明这一时期的研究

视野已由国内流通与信用问题，逐步拓展到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金融运行。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货币政策研究并未简单照搬西方“规则—预期—信誉”的逻辑框架，而

是在本土语境中围绕总量控制、信用约束、财政信贷协调和外部均衡等现实问题构建了具有本土

特色的分析范式，这些前期探索也为后来中国货币政策研究向现代宏观金融分析转型夯实了前期

基础。

（四）相对稳定环境下新凯恩斯主义综合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拓展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货币政策理论进入相对成熟稳定的发展阶

段，新凯恩斯主义主流框架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一框架下，中央银行既需要维持应对通货膨胀的

信誉，同时也具备在价格和工资粘性存在的条件下，在短期内影响真实经济活动的能力，由此，

货币政策被置于规则约束与短期稳定并存的分析结构之中［12］。在此基础上，通货膨胀目标制逐

渐成为全球中央银行制度改革的重要政策范式，其含义并非机械固定的政策法则，而是更接近一

种强调透明度、问责性和长期反通货膨胀信誉的政策框架。

这一时期的中国货币政策研究逐步从转轨时期侧重于总量控制和信用约束，转向更具现代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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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金融分析特征的研究议题。相关研究首先集中于货币政策监测指标体系和中介目标选择，随后

进一步拓展到货币政策有效性、传导机制、政策规则检验、汇率约束和资产价格响应等现实问

题，中国货币政策研究的分析框架和问题意识出现向现代中央银行理论靠拢的趋势［13］。
（五）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稳定议题凸显与宏观审慎研究的拓展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至 2020年，货币政策研究的重心发生了明显转移。国际金融危机的

爆发表明，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并不必然意味着金融稳定；即便在价格水平相对温和的环境下，

金融体系内部仍可能持续积累由杠杆扩张、期限错配、资产泡沫和信用链条脆弱性等引发的风

险。由此，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差异被充分揭示，传统以通货膨胀控制为中心的货币政策

框架也受到重新审视。在此背景下，非常规货币政策、信用摩擦和金融中介机制、宏观审慎政策

和货币政策的分工协调，逐步成为国际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研究拓展的主要方向，金融因素也重

新进入宏观经济分析的核心领域［14］。
中国在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研究转向与国际趋势类似。利率双轨制、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的

传导机制、价格型调控框架的制度约束，以及由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转型等现实问题，逐步

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重要内容。货币政策分析框架也由传统总量调控为主进一步转向货币政策、

金融结构与宏观审慎管理相结合的宏观金融研究框架。在这一过程中，“双支柱”调控框架、货

币政策规则、通货膨胀预期、不确定性冲击、利率与汇率协调、中介目标重构和市场利率体系建

设等现实问题被持续纳入研究视野。这表明，中国货币政策研究已从单一工具或单一目标分析，

逐步转向更加重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多目标、多工具分析框架［15］。
（六）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通货膨胀隐忧重现与供给冲击加剧下货币政策框架重估

2020年以来，全球货币政策研究进入新一轮调整期，这一时期的基本背景是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冲击、供应链紊乱、大规模财政和货币刺激、经济重启后的需求修复及地缘冲突等多重

因素相互叠加，这推动了西方多国通货膨胀水平明显上行。由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十

余年间，围绕低通货膨胀、低利率和长期需求不足所形成的一系列判断受到重新审视，传统货币

政策分析框架也面临新的解释压力和现实挑战。尽管这一时期尚未形成完全定型的新理论共识，

但若干演进方向已经较为清晰：价格稳定仍然是主流货币政策框架的核心锚，通货膨胀目标制并

未被根本放弃；如何识别供给冲击及其对通货膨胀持续性的影响，重新成为理论分析和政策判断

的重要难点；金融稳定与价格稳定之间的联立分析也在持续推进并逐步制度化。基于此，未来货

币政策研究的调整重点已更多地落在供给冲击识别、预期管理、金融稳定约束和多目标协调等更

为复杂的政策分析问题上。

在此期间中国并未出现通货膨胀问题，但货币政策研究也呈现明显的框架重估特征。面对金

融周期变化、经济转型约束和外部冲击加剧等新情况，研究重点逐步从传统总量调控和单一工具

效果分析，转向更加注重对政策规则、预期锚定和市场化传导机制的重新审视。金融周期、利率

市场化改革、银行利率传导、央行沟通、自然利率、债券市场定价和政策可信度等议题相继进入

研究视野，表明中国货币政策研究更加关注深度剖析制度约束、市场反应与预期形成之间的内在

关系［16］。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货币政策研究的核心变化，不是对既有框架的简单否定，而是在结构性

政策、数字货币、外部冲击和市场化传导等新约束下，重新评估规则、工具与目标之间的适配

关系。

三、中国特色货币政策研究的探索历程

对中国而言，货币政策问题从不只是成熟市场经济语境下的总需求管理问题，而是与币值稳

定、实体经济运行、金融结构变迁和制度转型过程紧密交织在一起。1949—2012年，是新中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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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研究由学习借鉴和选择性吸收既有理论，逐步转向立足中国现实问题，尝试进行自主解

释与理论重构的关键阶段。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学者们在货币政策研究方

面的探索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实体经济约束下的货币流通管理与主权确立

1949—1978年，中国货币政策研究的早期脉络应被置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统一财经、恢复生

产及随后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制度背景之中加以理解。如何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中保持

币值稳定、商品流通顺畅并筑牢货币发行的国家信用，这都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彼时价格体

系尚未完全市场化，资源配置主要依托计划安排，财政、信贷与商品供给呈现深度耦合特征，中

国货币政策研究的重点在于使货币供给与实体供给能力、商品流转规模及再生产秩序相适应。在

此情境下，以市场价格信号自动调节为前提的西方货币数量论难以直接适用于中国国情，学者们

围绕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的存在逻辑、运行机制及其供给边界等核心议题，针对社会主义货币流

通规律开展了开创性理论探索。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根基，相关研究将《资本论》中关于价值形式、一般

等价物和货币流通规律的经典原理，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本质、货币流通边界和货币流通管

理问题结合起来，解释货币如何同实体供给、商品流转和计划管理相衔接［6，17］。学术界围绕社

会主义制度下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范围和运行条件展开讨论，强调应从社会生产关系和计

划经济条件出发理解其制度属性［17］。面对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冒进倾向，这一时期的研究强

调货币发行并非取决于主观意志，而是受货币流通客观规律制约，主张通过计划管理使货币投

放、回笼与国民经济运行保持综合平衡［2，6，18］。与此同时，学术界系统探讨了市场货币需求量的

测算、货币流通速度、货币投放与回笼及银行信贷计划平衡等现实问题，论证了货币流通必须与

商品流通、物资周转和国民经济计划运行相适应［2，18］。这些研究，连同关于银行性质、稳定货

币目标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范畴的学术辨析，共同表明中国货币政策研究的逻辑起点并非

中央银行如何通过利率调节总需求，而是货币如何嵌入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并服务国家发展目标。

这些成果回应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货币如何运行的理论命题，明确了货币运行的制度边界和实体约

束逻辑，初步实现了从“解释别人”向“解释自己”的历史性转向，为后续从实体约束逻辑迈向

制度调控逻辑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信用扩张压力下的调控机制探索与职能重塑

1979—1992年，伴随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投资冲动增强、价格波动加剧，以及信贷扩张反

复突破总量约束等新问题的出现，单纯依靠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已难以适配市场化因素增多背

景下宏观稳定、经济发展的双重诉求。中国货币政策研究的重心逐步转向探究信用扩张的形成逻

辑、银行体系的调节机制和宏观调控体系的构建路径。特别是 1983年国务院明确中国人民银行

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货币调控有了更为明晰的制度依托。与此同时，相关讨论逐步从一般

性的货币流通和信用问题，进一步推进至中央银行职能定位、货币发行制度设计和宏观调控体系

构建等更具操作性的议题。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这一阶段的中国货币政策研究进一步夯实了金融

宏观调控维度的理论探索。相关研究将货币流通总量与信贷投向纳入银行宏观调控的重要范畴，

强调信用扩张对货币流通总量具有关键影响，中央银行应依据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合理确定信贷投

放规模与方向［19］。也有研究从银行贷款与货币供应关系出发，指出贷款是货币供应的重要闸口，

贷款规模和投向需同存款和现金结构、物资运动及经济效益相适应，以防止货币供应超过经济需

要［20］。针对货币供给波动，相关研究围绕货币供给的数量测算、统计口径与调控方式展开，既

将基建投资、价格变动、消费基金增长和信贷发放纳入分析框架，也从现金发行量、信贷规模和

中央银行贷款额等环节讨论货币供应量调节问题［21-22］。伴随中央银行专门调控职能的正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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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进一步聚焦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将调控机制的研究重心下沉至专业银行、商业银行及

各类金融工具的传导环节，并探索构建以金融调控为主体、具有市场化取向的间接调节体

系［11，23］。针对阶段性通货膨胀、信贷投放与货币发行不够稳定等现实问题，学术界提出差异化

调控思路，主张对基建类贷款与创汇、货币回笼类部门贷款实施差异化管理。与此同时，相关研

究明确在央行与专业银行宏观调控职责的框架下，统筹平衡货币总量、信贷规模与宏观结构，避

免行政管控手段快速弱化、市场化调控手段尚未完善带来的调控真空［24-25］。另有研究指出，彼

时存在金融市场机制有待完善、信贷政策适配性有待增强、金融中介功能尚未完备等现实问题，

这显著制约了要素流动、企业兼并重组与规模经济形成，凸显了金融体制改革对提升整体资源配

置效率的重要作用［26］。上述系列研究表明，这一时期中国货币政策研究回应了商品经济发展背

景下如何构建适配国情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现实命题，推动研究范式由依赖行政额度管控的经

验式研判，逐步转向兼顾制度机制分析、数量测算与结构约束优化的多元分析框架，为深化学术

界与政策界对金融宏观调控的认识提供理论参考。

（三）内外均衡约束下的货币政策体系化表达

1993年，国务院印发《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

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实行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并发展统一开放、有序竞

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此后至 2011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

银行体系在融资配置中继续居于核心地位而融资渠道也日益多元化。1994年汇率并轨、1995年

《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1998年撤销人民银行省级分行并设立跨省区分行、2001年中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2003年分离银行监管职能及修正《中国人民银行法》、2005年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

机制改革等制度、2009年以后逐步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这一系列贯穿金融转型进程的制

度变革与机制调整共同推动金融宏观调控走向法治化、规范化和市场化，并逐步增加对间接调控

工具的运用。相应地，中国货币政策研究所面对的约束逐步由国内货币信贷总量管理扩展到在币

值稳定、经济增长、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及金融稳定之间的协调。学术界关注的研究议题也由中

央银行制度和货币供给机制，逐步扩展至中介目标选择、利率与信贷传导、政策效果识别，以及

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自主性和金融稳定边界等现实问题。

伴随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框架逐步确立，货币政策调控的目标体系与运行机制也需要进行系统

性调整。这一时期的研究首先将币值稳定与经济适度增长的协调关系纳入核心政策框架，明确反

对以高通货膨胀换取短期高增长率的路径，并探索构建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双目标体系，对

多重政策目标予以量化锚定［27-28］。在银行主导型融资结构的基本特征下，早期实证研究验证了

信用渠道和信贷总量在政策传导中的核心作用；后续研究进一步将金融状况指数、资产价格波动

和通货膨胀预期纳入分析视野，推动货币政策传导分析从单一货币供应量，逐步拓展至兼顾信用

总量与金融市场运行状态的多元视角［29-30］。针对扩张性政策边际效应递减、内需启动乏力的现

实困境，相关研究从微观预期和体制约束层面展开解构，指出居民收入预期、银行风险偏好、企

业投资意愿、信贷结构刚性和深层体制约束，共同重塑了政策传导的实际效果。基于此，相关研

究主张，应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结构性信贷定向安排与配套体制改革共同发力，提升宏

观调控的整体有效性［31-33］。
随着对外开放进程持续深化，相关研究将外汇占款变动、基础货币投放、资本流动管制、汇

率制度安排和政策组合策略纳入开放经济分析框架，阐明了标准开放经济模型必须结合中国特殊

制度条件加以本土化修正的内在逻辑［34-35］。与此同时，银行监管效能、金融风险防控和宏观审

慎政策框架逐步进入中国货币政策研究范畴，价格稳定、金融稳定和逆周期调节开始被置于统一

框架下展开系统性讨论［36-37］。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视野进一步延伸至社会心理和微观行为维度，

将人民立场内嵌于理论研究脉络，凝练出本土金融学的价值内核［38］。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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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探索，其最重要的进展并非修正某一政策工具或中介目标，而是要构建一套更贴近中国客观实

际的政策框架。这一努力夯实了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的学理根基，实现了货币政策研究范式的

系统性转变。

四、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思路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时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

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

决中国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立足金融发展实践作出论断：“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

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将这一根本遵循落实到

中国货币政策研究领域，可以发现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要义在于，以中国货币

政策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在科学方法论的指引下，系统阐释中国特有制度环境、金融结

构与政策传导机制的内在逻辑，进而将根植于本土实践的经验认识升华为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

理论成果。为此，中国货币政策研究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兼具重大现实意义、复杂实践约束和鲜明

理论潜质，支撑起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基础和发展方向。

（一）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将经典理论进行本土化适配与情

境修正的同时，更加关注如何在经济新常态运行、系统性风险防控与多重外部冲击交织叠加的现

实背景下，将总量调控、结构调节、风险治理、开放约束和价值取向进一步纳入统一的分析框

架。学术界就此开展的系列探索有效拓宽了中国货币政策研究的理论边界与分析视野，也为构建

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积淀了扎实的方法基础与理论基础。

⒈经济新常态下的调控逻辑转换与框架重估

2012—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的特征逐步显现。这一时期，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总体回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升；传统产业和部分产能过剩行业的调整压力加大，地

方政府性债务进入审计、预算约束和存量置换阶段。2014—2015年，部分地区房地产库存压力

上升，而随着落实去库存政策和住房信贷扩张，2016年，部分城市房价及房地产贷款又较快增

长；委托贷款、信托贷款、银行理财等表外或准表外信用活动的发展，也增加了监管套利、期限

错配和货币政策传导绕道等风险。与此同时，国际主要发达经济体非常规宽松政策及其退出节奏

分化，通过跨境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预期和外汇占款变化影响国内流动性条件，增加了国内增

长、汇率稳定和跨境资金流动之间的协调难度。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所面临的重要挑战是如何

保持流动性合理适度、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疏通利率传导，并防止宽松条件过度流向房地产

和表外金融。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及公开市场操作、中期借贷便利（Medium‑Term 
Lending Facility，MLF）等工具运用的增加，如何形成由央行操作利率向货币市场利率和银行贷

款利率传导的价格型调控机制，并实现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研

究议题。

在方法论层面，相关研究系统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学科应具备的思想性、时代性、

民族性等核心特征，明确提出“人民币要为人民服务，银行要为人民服务，一切金融事业都是人

民的，都要为人民服务，这种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反映和客观要求。”这一观点

尝试将服务于人民福祉作为中国货币政策价值取向的核心考量［38］，这一理论探索在一定程度上

修正了主流经济学中关于政策价值中立的假设，尝试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融入货币政策目标函

数，为政策制定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向注重服务实体经济深度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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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相关研究逐步将行为主体的伦理约束纳入金融治理框架，并反思简单套用西方理论和方法可

能带来的适用性偏差问题。这一理论自觉推动研究重心由评估工具有效性，逐步转向深入考察银

行主导型融资体系及经济转轨约束等现实基础［39］。
在政策机制层面，相关研究将经济增速换挡期的流动性传导问题置于实体经济与金融结构的

关系背景下进行讨论，认为宽流动性与融资难并存、金融与实体经济非均衡发展、资金超额流向

房地产和部分产业过剩产能等现实问题，是探究如何保证流动性合理适度和推动融资成本下降时

不能忽视的现实约束［40］。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平台期限错配和非传统融资方式扩张等现实问题，

则提示了中国货币政策研究需把财政金融边界和风险预警纳入分析条件［41］。利率市场化过程中

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与P2P活动改变信贷供给、融资成本、货币统计和社会融资规模监测口径

等现实问题，表明了政策传导的识别难度日益增加［42-43］。在对货币政策作用渠道进行讨论时，

相关研究深入考察了货币政策如何通过市场利率体系、收益率曲线、汇率机制和央行市场化调控

框架影响资源配置效率［44］，并分别从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中的信贷约束与政策冲击、泰勒规

则下的利率平滑、回购利率与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联动、外部量化宽松的汇率和资本流动约

束等方面，刻画了价格型调控、信贷渠道和开放经济渠道的传导条件［39，45-47］。
在目标边界层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被进一步确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研究中评价政策效果的规

范坐标［48］。资产负债表视角下流动性冲击、杠杆调整和跨部门风险传染的分析，则说明货币政

策目标不宜停留于总量宽松或单一利率传导，还需与宏观审慎治理衔接，从而实现服务实体经

济、防范资金脱实向虚和维护金融稳定三者协调适配［49］。
⒉风险防控约束下的政策传导优化与治理框架拓展

2017—2019年，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金融风险治理、结构性去

杠杆和经济下行压力相互交织，货币政策传导同时面对信用收缩、融资分层和风险防控等多重约

束。资管业务规范化整改和表外融资收缩使传统总量投放的边际效果受到限制，民营企业和小微

企业融资难问题凸显银行体系传导、金融机构风险偏好和结构性信贷配置的重要性。由此，中国

货币政策研究的重心从讨论宽松或收紧，拓展至在总量适度、传导疏通、结构优化和风险防控之

间形成协调，并进一步探索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框架如何落实到具体政策工具和

治理机制之中。

在政策框架层面，一方面，相关研究从中国稳健货币政策实践出发，讨论数量型调控向价格

型调控转型、利率政策规则、政策沟通与传导效率，以及货币政策同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等重要

议题。另一方面，相关研究将金融周期纳入货币政策规则分析，说明金融稳定因素应进入货币政

策框架［50-51］。
在工具传导层面，基于“抵押品渠道”视角，创新型货币政策的相关研究认为，抵押品范围

调整能够影响银行资产配置、信用债利差和企业融资成本，从而强化政策工具向实体融资条件的

传导［52］。关于定向降准的研究则表明，结构性货币政策可通过银行竞争和信贷配置机制，对三

农、小微等薄弱环节产生普惠效应，推动调控思路由普遍性总量投放转向定向施策［53］。
在风险边界层面，与金融周期相关的研究认为，货币政策需要与宏观审慎政策形成分工协

同，前者关注总量稳定和整体金融稳定，后者更多处理局部金融不平衡与定向风险约束问题。围

绕不良资产的模拟研究进一步表明，单纯宽松货币政策对缓解债务危机作用有限，“不良资产核

销+逆周期资本缓冲”的组合政策更有助于银行体系恢复［51，54］。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相关研究将货币政策分析从总量投放扩展到工具结构、传导渠道、目标

协调和风险边界，为理解稳健货币政策在服务实体经济与防范金融风险之间保持平衡提供了理论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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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多重冲击下的现代货币政策框架深化与综合治理

2020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的约束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和不确

定性上升，外部冲击和风险约束交织叠加，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供强需弱矛盾、社会预期偏弱、

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和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等现实问题进一步凸显。在此宏观经济背景下，中

国货币政策研究所面对的已不仅是宽松或收紧的取向选择，而是如何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金

融总量合理增长的同时，促进物价合理回升、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

调节与结构优化双重功能，并在稳增长与防风险、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形成动态协调。这一

时期，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货币政策研究的问题意识从工具取向和总量效

果评价，转向政策有效性生成条件的综合解释。

在方法论与主体认知层面，面对有效需求不足、市场预期偏弱和政策传导效率偏低等现实问

题，相关研究主张将货币心理、货币行为和货币哲学观念纳入货币运行规律分析，以更好解释金

融实践中的主体反应和政策效果［55］。在此基础上，政策沟通模糊性、企业货币政策感知和央行

沟通情绪等相关研究表明，货币政策不只通过利率、汇率等传统政策变量发挥作用，还会经由投

资者预期、企业实业投资和资产价格机制影响宏观运行［56-58］。
在传导机制层面，中期借贷便利期限结构与担保品扩容、数字金融、商业信用约束和资管新

规冲击等相关研究显示，政策利率和流动性安排向收益率曲线、债券利率、信贷配置和企业融资

约束的传导，受抵押品框架、金融科技、周期状态和监管安排共同影响［59-63］。
在结构优化和实体指向层面，结构性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评估协调能够影响不同资质企业的

融资规模和融资成本，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讨论也强调稳健货币政策需要精准施策，推动金

融资源直达实体经济并提高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适配性［64-65］。
在风险约束和开放经济层面，城投债信用风险、人口老龄化、银行风险承担、房地产下行及

美国量化宽松和美联储政策冲击等相关研究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研究需要把地方债务、人口结

构、双支柱调控、房地产抵押约束和外部流动性冲击纳入稳增长、防风险和内外均衡的综合

框架［58，66-70］。
总体而言，2020 年以来的中国货币政策研究已由单一工具效果评价，转向围绕主体预期、

复合传导、结构配置和风险边界展开的综合治理分析框架。

（二）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的总体思路

理论体系的存续活力与发展张力，根植于其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与回应能力。通过梳理

全球视域下货币政策理论的演化脉络不难发现，各类主流理论范式的诞生与迭代，均内嵌于特定

经济体的制度环境与经济发展阶段。相较于西方发达经济体，中国在经济运行节奏、制度架构及

宏观调控治理目标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这意味着中国货币政策理论研究不能简单照搬域外理

论框架与实践范式。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

合”的根本要求与“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按照党中央的部署，以金融强国建设为

战略引领，立足中国金融学科本土化的历史脉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深植于中

国特色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土壤，在理论创新阐释、原创性教材建设和学科体系优化等方面持

续发力，逐步形成与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相适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

从内在建构逻辑看，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需要系统厘清三个层层递

进、彼此贯通的核心问题：一是确立实践基础，明确本土学术理论必须根植于中国经济金融运行

的鲜活实践；二是明晰问题基础，明确坚持以中国货币政策实施与调控过程中的现实真问题作为

学术研究的核心主线；三是夯实制度与学科基础，明确要依靠成熟稳定的学术建制和学科传承实

现学术成果的持续沉淀与有效转化。上述三重维度互为支撑、有机统一，共同助力中国货币政策

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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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根基层面，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应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目标，坚守并深

化金融为民的实践取向。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应传承“人民币要为人民服务”这一中

国金融精神的内核，将其从价值理念表达转化为制度分析的逻辑起点。面向“十五五”规划纲要

提出的一系列发展目标和重要部署，应紧扣“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等核心要义，将货

币政策目标提升至服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更高层次。在此基础上，后续应

系统总结以稳健货币政策维护币值稳定、服务实体经济的实践逻辑，着力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服务

民生保障、就业扩容和社会薄弱环节，使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在实践维度彰显鲜明的人民性价

值底色。

在问题导向层面，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应以金融“五篇大文章”为重要抓手，推

动中国货币政策研究从一般性政策解释转向面向重点领域、重点人群和重点风险的综合治理分

析。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并不只是金融工作的分类任务，也为

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新的问题和理论场景。高校金融学科应围绕这些领域的金

融资源配置、风险识别、预期管理、政策传导和工具协同等关键环节，提炼具有中国实践基础的

研究命题，特别是深入揭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金融支持之间的良性循环机制。在此过程中，

研究重点应进一步将地方债务治理、房地产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数字金融监管和开放条件

下外部冲击等现实约束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进而形成能够统筹稳增长与防风险、兼顾结构优化与

内外均衡的货币政策分析框架。

在学科载体层面，深化高校金融学科改革与组织化建设是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的

核心支撑和关键路径，其核心目标为理论成果的持续生成、系统积累和实践转化筑牢坚实保障。

作为金融人才培养、理论创新、政策研究和社会服务的核心平台，高校金融学科应立足国家金融

改革实践需要，紧扣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需求，将学科发展、专业调整与人才

培养融入这一核心任务，构建“政、校、企、学、研、用”协同联动机制，实现学科发展与自主

知识体系构建的同频共振。具体而言，一方面，高校应以有组织科研强化科研团队建设，聚焦货

币政策传导机制、金融安全与稳定等相关重大战略领域，搭建稳定的研究、智库、数据平台和案

例研究体系。另一方面，高校应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将货币政策相关的监管难点、机构需

求、改革经验和实体痛点引入教学科研，实现理论与实践双向赋能。通过课程教材建设、交叉学

科布局及“双师资、双课堂、双教学”机制，推动货币政策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融入政策

咨询与行业实践。借此培育可传承、可拓展的学科核心能力，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构建中国货

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夯实学科基础。

五、探索中国特色货币政策和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中的东财贡献

东财在货币政策研究领域长期深耕不辍，砥砺求索、薪火相传。历届师生校友，同心笃行，

始终立足中国货币金融本土实践，坚持理论探索创新，潜心投身人才培养事业，秉持服务国家宏

观经济治理、助力金融强国建设的时代使命，经年积淀逐步构建起兼具本土底蕴与国际视野，融

汇理论研究、政策实践与教育传承的货币政策研究体系，坚持不懈地为探索中国特色货币政策和

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力量。

（一）理论探索与学术传承

东北财经学院财政信贷系（东财金融学院前身）始建于 1952年，1981年金融学（原货币银

行学）专业获全国首批硕士学位授予权，1986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2000年设立博士后流动站。

历经七十余载的积淀与发展，依托系统完善的货币银行学教育体系及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体

系，东财在新中国货币政策演进过程中，持续厚植学术传统、始终坚持守正创新，为探索中国特

色货币政策和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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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获奖人、东财金融学科创始人林继肯教

授，围绕货币需要量、货币流通规律、货币发行、社会再生产和币值稳定等现实问题展开长期研

究，提出稳定通货理论，强调稳定货币对于经济健康运行和宏观治理有效性的基础意义，并进一

步立足行为货币学、货币心理学和货币哲学等领域展开探索，将货币研究从数量关系、制度安排

拓展到人的心理、行为和价值维度。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央银行制度重建、银行体制改革、资金

市场培育和金融宏观调控方式转变，张贵乐、夏德仁、艾洪德、戴玉林等学者针对新问题展开系

统性思考，推动东财货币金融研究由分析社会主义货币流通规律，进一步融入中央银行调节经

济、金融市场建设和宏观政策工具选择的讨论之中。随后，进入市场化改革深化和开放经济约束

增强阶段，在艾洪德教授的引领下，王振山、邢天才、王志强、史永东、范立夫、郭凯等学者又

将研究重心拓展到货币政策传导、金融效率、金融风险管理、通货膨胀预期和结构性货币政策等

现实问题，多角度尝试解释中国货币政策为什么必须在银行主导型融资体系、市场化转型、资本

市场发展、外部冲击和金融稳定约束之间寻求最优均衡。近年来，宗计川、康书隆、熊海芳等学

者在既有基础上持续深耕，进一步面向金融强国建设、金融安全稳定、行为金融监管、数字金融

监管、政策沟通与预期管理、系统性风险模拟和区域振兴实践等现实问题，强调将真实政策场

景、市场主体行为和监管制度约束纳入货币金融分析框架。东财学者在代际接续中形成了问题意

识连续、理论方向递进、研究团队接力和现实回应有力的学术传统，并依托于这种能够在传承中

持续发问、拓展、转化的能力，在探索中国特色货币政策和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的历

程中不断将中国货币金融实践提炼为中国概念、中国命题和中国理论体系。

（二）人才培养与服务社会

1964年，在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召开的全国第一次金融教材工作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计

划司明确表示支持林继肯教授关于货币流通的部分研究观点，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随后委托其主

编统一教材；1965年，由中国人民银行统筹组织、全国多所院校联合编写的《货币流通与银行

计划》教材正式出版，林继肯教授担任主编。这些教材的编写工作，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进入金

融教育体系，为中国货币金融教学奠定了坚实基础。后续，在艾洪德教授的引领下，东财逐步建

立起完善的课程、教材、案例、实践活动等人才培养支持体系。不同版本的《货币银行学》教材

先后获评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相关课程逐步建成为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国家级一

流本科课程。国家级特色专业、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陆续获评，标志着

全面形成科研促教学、教学反哺科研，科研和教学共同支撑育人体系建设的良性循环。以“本土

化、自主化、特色化”为核心逻辑，在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实践育人层面正式构筑起了货币政

策自主知识体系扎实的学科生态基础和稳固长效的组织结构，推动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构

建，实现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的跨越，为中国高校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如果脱离了人民、脱离了社会实践，就会失去生命力。构建中国货币政策

自主知识体系，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东财始终积极响应国家重大战

略和区域发展需求，将货币金融研究嵌入政策咨询、智库建设和地方金融治理实践。林继肯教授

指出“人民币要为人民服务”是中国金融业的“魂”和思想主线，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转化为

具有高度辨识度的中国命题，引导金融研究从追求增长速度的工具理性转向服务人民福祉与实体

经济的价值理性。艾洪德教授带领学校金融学科，立足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和区域发展的实践深

度，将这一价值理念融入学科建设与科研服务。通过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等重要研究任务回应亟待解决的社会难题；通过推动金融学科与东北振兴、东北亚

区域合作深度融合，强化“中国金融+东北实践+东北亚合作”的特色研究定位；搭建金融稳定

研究团队、金融安全稳定智库平台，开展有组织科研和咨政服务，提交多项资政建议，并被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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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省部级和地方层面采纳或获得批示；围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

金融等“五篇大文章”，通过政策宣讲、行业培训、案例研究、蓝皮书编写和研究报告发布，推

动学术成果服务金融改革和实体经济发展。这些同向同行、有为有力的举措为探索中国特色货币

政策和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贡献了植根乡土、服务全局的学理支撑与东财方案。

（三）中国经验提炼与话语体系构建

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既要扎根本土经济实际，也要敏锐回应宏观治理的现实需

求。在这一建构过程中，东财的师生校友在各自的领域中回答着时代之问，贡献着东财智慧。

林继肯教授是国内最早进行金融学科独立发展探索的学者之一，他关注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

的数量关系和制度联系，围绕货币流通规律、货币需要量、货币本质及其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展

开讨论，一再深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运行机制的分析，形成了货币核心论、货币数量新论、

行为货币学等具有鲜明本土问题意识的原创性理论探索，并开创了行为货币学等新学科。将新中

国货币金融运行中的真实问题转化为一套能够解释中国实践、服务宏观治理、进入教材和课堂的

中国货币政策话语体系。以艾洪德教授为代表的东财学者不断充实、丰富了这一话语体系的内

涵，提出“货币数量均衡”“最优货币政策混合规则”等标识性学术概念，为货币政策选择提供

了本土化的逻辑支撑。与此同时，通过全面、系统的教辅体系建设与有组织科研活动，将中国货

币金融实践中的经验表达进一步转化为可教学、可传播、可传承的学科话语体系。

以夏德仁教授为代表的实践型学者，秉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研究范式，将这一话语体

系深度延伸到社会实践的各个层面。夏德仁教授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新一代杰

出学者的优秀代表，围绕中国转型期的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展开了多层面探讨，凝练现实命题、

深耕学理研究，助力政策制定、引领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他的研究成果构筑了一

个以“稳定性、结构化、协同性”为核心的宏观调控理论矩阵。他主张货币供应增长率应与正常

经济增长率相匹配，以此发挥“反周期”的自动调节功能，从而有效降低市场预期的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他也较早讨论财政与货币政策在功能上的分工协作，这种分工协作的思想为转型期的

宏观治理提供了关键的制度支撑。面对转轨期特有的结构失衡与需求约束，夏德仁教授敏锐地察

觉到基础产业发展滞后于加工工业所形成的瓶颈制约，以及买方市场背景下的政策局限。他深入

剖析了信贷传导机制中的“信贷渠道”效应，指出在需求不足或信息不对称的约束下，单纯的货

币扩张往往难以转化为有效需求。为此，他提出必须通过发展消费信贷、扶持中小企业等制度创

新来打通金融传导的梗阻，确保金融血脉能够精准地服务于产业升级与实体经济。这些扎根中国

大地、回应时代之问的原创性探索，不仅是中国货币政策理论演进过程中的标志性成果，更是将

“人民币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转化为治理实践的生动写照。

六、结 论

回溯学术发展的历史脉络不难发现，货币政策理论从来不是脱离特定国家制度条件和发展道

路的通用分析范式，而是对本国实践作出有效解释的系统性知识体系。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货

币政策研究历经长期积淀已充分印证，国内货币金融发展具备独有的演进逻辑和运行特质。一代

代学者始终立足国情大势，紧扣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坚持深耕探索，推动

中国货币政策研究完成从经验归纳、学习借鉴向理论自省、自主建构的阶段性跨越。东财学者的

相关探索，亦是这段学术发展历程中极具典型意义和示范价值的研究实践。面向未来，构建中国

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仍需继续深度扎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从中持续提炼标识性

概念和原创性理论，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学

理支撑和治理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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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Building a Chines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Monetary Policy: Exploratory Journey of Monetary Poli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IAN Yingqi, ZONG Jichuan
(School of Finance,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Summary：Focusing on the core issue of building a Chines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monetary policy, this paper 
adopts a combination of historical comparis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typical academic context analysis.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t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contexts in which mainstream monetary policy paradigms emerged, as 
well as the boundaries of their applicability across different periods, and analyzes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countries’ 
economic structure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risk shocks.

At the same time, against the macro‑level background of China’s economic‑system transformation and shifts in its 
stage of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races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China’s monetary policy research: from initial drawing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to an integrated reconstruction oriented toward China’s realities, and further toward systematic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foundational pillars and strategic approaches for building a 
Chines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monetary policy. It also draws on the long‑standing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finance discipline at the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UFE), summarizing the 
sustained contributions of “DUFE scholarship” to the formation of this integrated knowledge system.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monetary policy theory should not be a universal model divorced from a country’s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and development path, but a systematic knowledge system formed in response to practical 
governance task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onetary policy research shows that domestic monetary and financial 
operations follow a unique evolutionary logic and face specific governance constraints. Looking to the future, building a 
Chines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monetary policy should adhere to taking China and the times as the frame of 
reference, unifying the practical foundations, problem orientations and disciplinary endeavors of the subject. Looking back, 
the finance discipline of DUFE has long been rooted in China’s monetary and financial practice, forming a continuous 
academic tradition in academic explor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social service and discourse. Professor Lin Jiken’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n stabilizing currency, the law of money circulation, and the idea that “the RMB should serve the 
people,” as well as other DUFE scholars’ continuous research on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structural regulation, policy 
communication, financi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together represents DUFE’s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nes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monetary policy.
Key words：monetary policy；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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